
心理科学进展  2019, Vol. 27, No. 2, 357–369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19.00357 

 

357 

组织中的韧性：基于心理路径和系统路径 

的保护性资源建构* 

诸彦含 1  赵玉兰 1  周意勇 2,3  吴  江 1 

(1 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 400715)  

(2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3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0049) 

摘  要  作为跨学科的研究构念, “韧性” (resilience)呈现出心理和系统两条独立的发展轨迹。基于心理路径和

系统路径, 本文系统梳理了韧性在组织不同层面的类型特质、影响因素及测量, 依托资源保护理论, 以保护性

资源的建构为主线勾勒出韧性在组织不同层面的产生路径, 并据此提出相关干预策略。未来研究可尝试探究

积极事件对韧性的诱发机理以及跨层面韧性之间的促进作用, 并基于心理和系统两条发展脉络开展本土化实

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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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下我们所处的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不确定, 变革和动荡是这个时代的标志, 风险和

危机充斥着组织环境(King, Newman, & Luthans, 

2016)。自然灾害、恐怖袭击、工伤事故等不确定

事件和突发变化(Linnenluecke, 2017)无疑增加了

员工的抵触和离职现象(Shin, Taylor, & Seo, 2012), 

阻碍了团队任务的完成(Alliger, Cerasoli, Tannenbaum, 

& Vessey, 2015), 甚至危及到了组织的功能和存

续(Gimenez, Hernantes, Labaka, Hiltz, & Turoff, 

2017)。然而, 面对不利情境(如突发性变化、不确

定或极端事件), 某些组织能够转危为安, 某些组

织却难以幸免于难(Gittell, Cameron, Lim, & Rivas, 

2006), 是什么造成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呢？研究发

现“韧性” (resilience)能够帮助组织及其成员成功

抵御风险、战胜逆境、迅速恢复平衡状态甚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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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成长与发展, 被视为一种有助于组织及其成员

应对多元逆境的理想特质(Linnenluecke, 2017)。随

着“9·11”、“卡特里娜飓风”等风险性与危机性事件

的爆发, “韧性”成为组织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樊

博 , 聂爽 , 2017)。King 等学者在国际权威期刊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上明确指出韧

性在管理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领域的研究严重不

足, 未来研究应着力于此(King et al., 2016, p.782)。

“韧性”, 再次引发学术界和务实界的广泛关注

(King et al., 2016; Kuntz, Malinen, & Naswall, 2017)。 

学术界对韧性的研究横跨物理、生态、心理

等诸多领域, 由于研究视角和学科归属各异, 学

者们对韧性的界定纷繁冗杂, 在内涵、维度和测

量等方面尚未形成权威性解释, 在韧性的产生(King 

et al., 2016)和干预(Bardoel, Pettit, Cieri, & McMillan, 

2014; Luthans, Avey, Avolio, & Peterson, 2010; Wang, 

Cooke, & Huang, 2014)方面也未形成可泛化的原

则(Linnenluecke, 2017, p.4), 更是鲜有涉及集体

层面(包括团队和组织层面), 这使得韧性的研究

囿于一隅, 既不利于理解韧性在组织各个层面(包

括个体、团队和组织)的表征, 也限制了组织对韧

性的培育和干预(Chmitorz et al., 2018; Francis & 

Bekera, 2014)。鉴于此, 本文立足组织视阈, 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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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梳理文献的基础上, 基于韧性的过程性定义和

能力性定义两种主流解读, 归纳出韧性发展主要

经历了以心理学为起点的“心理路径”和以物理学

为起点的“系统路径”。秉承韧性发展的两条路径, 

跨领域梳理韧性在组织视阈下的三种表征, 即员

工韧性、团队韧性和组织韧性的概念内涵、类型

特质、影响因素及测量, 依托资源保护理论, 以保

护性资源的建构为主线, 尝试勾勒韧性在组织不

同层面的产生路径 , 并据此提出相关干预策略 , 

以期对组织的动态有序发展有所裨益。 

2  韧性的发展：心理路径和系统路径 

“Resilience” (韧性 )最早由 17 世纪拉丁语

“Resilire”演变而来, 本义为“反弹”、“弹回”, 在组

织管理领域被广泛地应用于组织和员工面对逆境

时的强健性、坚韧性和恢复性研究(Linnenluecke, 

2017)。作为一个跨学科概念, 韧性的相关研究纷

繁冗杂, 如 Reghezza-Zitt 和 Rufat (2015)分别以材

料物理学、生态学和心理学为起点探讨了韧性的

起源, 指出生态领域的韧性概念源自物理学领域; 

Hosseini, Barker 和 Ramirez-Marquez (2016)则进

一步指出韧性研究一般意义上把韧性视为一个过

程或系统, 强调组织、社区等系统在破坏性事件

中的恢复性; Rudzinski, McDonough, Gartner 和

Strike (2017)基于对各领域韧性研究的综述, 归纳

出韧性的定义主要存在心理过程和系统能力两种

解说。现有研究表明, 各个研究领域中的韧性多

以物理学和心理学的韧性研究为起点, 其发展主

要依从心理和系统两条路径：以心理学为起点的

“心理路径”和以物理学为起点的“系统路径”。 

(1)心理路径。心理学倾向于把韧性视为人心

理过程的表征, 率先在儿童心理学领域开展学理

研究, 探究儿童个体在逆境中的行为表现和发展

状态, 研究发现具有韧性的儿童更能适应逆境并

在逆境中表现出良好发展的态势(Werner, 1989), 

后续研究不断拓展以“人”为载体的韧性研究对象, 

如在工作场所中探究员工韧性(Wang et al., 2014)、

团队韧性(Meneghel, Salanova, & Martínez, 2016)

等。由于心理学率先将“韧性”作为一个构念提出

(Bowlby, 1969), 心理路径以心理学为起点, 视韧

性为“个体面对逆境时的积极适应过程” (Luthar, 

Cicchetti, & Becker, 2000), 强调个体(如员工)积

极应对不利情境的心理−行为过程(Rabenu & Tziner, 

2016; Shaw, McLean, Taylor, Swartout, & Querna, 

2016)。当这一过程经由人际交互拓展到团队层面

后, 表现为团队成员基于共同应对信念的具有瞬

时性特征的社会心理活动过程(Morgan, Fletcher, 

& Sarkar, 2013, 2017), 据此, 团队韧性是一种集

体的心理状态(Kennedy, Landon, & Maynard, 2016)。 
(2)系统路径。物理学则倾向于把韧性视为材

料的一种抗压能力的表征, 早在 20 世纪初的材料

物理学领域, Charpy (1901)用韧性来衡量材料可

承受的最大压力(引自 Reghezza-Zitt & Rufat, 2015), 

生态学领域专家 Holling (1973)借鉴韧性的这一特

性, 率先把“韧性”概念引入生态系统, 用以测度

生态系统的持续性与吸收变化及破坏的能力, 探

究具有空间边界意义的概念——生态系统韧性 , 

此后, 众多学者尝试以不同的“系统”为载体探究

韧性的这一属性 , 如社会生态系统 (Francis & 

Bekera, 2014)、组织系统(Mallak, 1998; McManus, 

Seville, Vargo, & Brunsdon, 2008)等, 相关研究均

以生态韧性(ecological resilience)为基础概念发展

演变而来(Reghezza-Zitt & Rufat, 2015), 如组织韧

性、社区韧性等(Mallak, 1998; McManus et al., 

2008)。 

3  组织中的韧性：基于心理路径和系统

路径分类 

基于心理路径和系统路径发展而来的韧性 , 

在组织视域下分别表现为员工韧性、团队韧性和

组织韧性。将心理路径和系统路径嵌入组织框架

发现, 基于个体和团队层面, 韧性倾向于表现为

一种动态的心理活动过程(e.g. Conley, Clark, Vande, 

& Mancini, 2016; Morgan et al., 2013, 2017), 在组

织层面 , 韧性则表现为一种系统能力(e.g. 樊博 , 

聂爽, 2017; King et al., 2016); 在测量方面, 则主

要关注组织各个层面在应对破坏性事件中表现出

的适应性、恢复性和重塑性。 

3.1  心理路径：员工韧性、团队韧性 

(1)员工韧性(employee resilience)。由心理路

径发展而来的员工韧性, 是个体心理韧性在工作

场所的具体表现(Bardoel et al., 2014; Wang et al., 

2014), 它有助于员工克服组织中的逆境、冲突、

失败等负面事件(Luthans et al., 2010)并迅速恢复

(Shin et al., 2012), 在提高员工幸福感和组织绩效

(Kuntz et al., 2017)、确保员工健康和组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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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hove, Herian, Perez, Harms, & Lester, 2016)、

减少员工离职率和增强组织承诺(King et al., 2016)

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员工韧性的实质是员工利

用个体自身和组织环境中保护性资源与环境动态

交互 , 克服逆境并实现自身成长的心理−行为过

程(Rabenu & Tziner, 2016; Shaw et al., 2016)。当员

工感知逆境时, 个体内部的希望、乐观、自信等

积极情绪(Luthans et al., 2010), 能够激发出良好

的心理状态并产生积极行为(Shin et al., 2012), 动

态适应压力、挑战或挫折(Luthar et al., 2000)。随

着个体资源的不断耗损, 员工会通过网络关系利

用 (network leveraging) 、学习 (learning) 和适应

(adaptability)等行为(Kuntz et al., 2017), 借助组织

中的积极社会关系(Gittell et al., 2006)、学习型组

织氛围(Solberg & Wong, 2016; Uhl-Bien & Arena, 

2017)、授权型领导行为(Kuntz, Näswall, & Malinen, 

2016; Seibert, Wang, & Courtright, 2011)等补给自

身资源以对抗逆境, 恢复平衡状态并实现自身发

展(Kuntz et al., 2016, 2017)。 
值得提出的是, 尽管员工韧性作为个体的动

态心理过程逐步受到认可, 其测量仍然把员工韧

性视为一种个人能力, 如 Näswall, Kuntz, Hodliffe

和 Malinen (2013)开发出包含网络关系利用和保

护性能力在内的 5 个维度, 共计 18 个条目的员工

韧性测量量表 , 后又修订为 9 个条目 (Näswall, 

Kuntz, Hodliffe, & Malinen, 2015); 国内学者

Wang 等(2014)将员工韧性视为“软实力”, 以中国

西南地区部分银行业员工为研究样本开发了包括

愿景、决心、交互、关系、解决问题、组织力、

自信、适应性与灵活性和前瞻性在内的 9 个维度、

共计 36 个条目的员工韧性量表。 

(2)团队韧性(team resilience)。同属于心理路

径, 但团队韧性的着力点在于实现积极的团队产

出(Kaplan, LaPort, & Waller, 2013), 其实质是利

用团队成员的心理资源和社交资源, 基于共同应

对信念的一种动态社会心理过程, 表现为团队成

员的共同认知、共同动机或共同情感的集体心理状

态(Kennedy et al., 2016; Morgan et al., 2013, 2017)。

Morgan 等基于对英式橄榄球联合会世界冠军团队

等的观察研究, 发现韧性团队具有群体结构(group 

structure)、掌握趋近(mastery approaches)、社会资

本(social capital)和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四

个特征 , 因此把团队韧性定义为“团队成员利用

个体或群体资源 , 积极适应逆境的社会心理过

程”, 并指出该过程具有动态性和瞬时性的特征, 

呼吁未来研究应把团队韧性视为一种共享的、集体

的、社会心理现象(psychosocial phenomenon)。这

一观点受到诸多学者的肯定(e.g. Carmeli, Friedman, 

& Tishler, 2013; Decroos et al., 2017; Sharma & 

Sharma, 2016; Vera, Rodríguez-Sánchez, & Salanova, 

2017)。根据 Morgan 等人的观点, 当感知到团队

面临压力或挑战等威胁时, 团队成员会调用自身

的积极情绪、认知和动机等心理资源保持一种积

极的心理状态(Kennedy et al., 2016), 并通过人际

交互产生诸如关怀型人际关系感知、学习型取向

和团队合作信念等社交资源(Morgan et al., 2013, 

2017), 此时“流沙状” (quicksand)的个体韧性被拓

展到团队层面(Britt, Shen, Sinclair, Grossman, & 

Klieger, 2016), 为团队韧性的产生提供资源保障

(Meneghel et al., 2016)。 
在测量方面, Sharma 等(2016)借用 Morgan 等

(2013)提出的韧性团队的 4 个特征为主维度, 以

印度 IT 公司研发团队为研究对象, 开发出一个由

4 个主维度、10 个子维度构成的多维度等级量表, 

对团队的韧性水平进行评估; Meneghel 等(2016)

基于对西班牙 40 家公司共计 216 个团队的样本分

析, 在组织情境下结合 Mallak (1998)提出的包括

感知集体经验、积极的适应行为和资源获取途径

等在内的 5 个因素, 开发出 7 个条目的团队韧性

量表。 

3.2  系统路径：组织韧性(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从系统路径发展而来的组织韧性强调组织有

效应对非常态环境(包括内部和外部环境)冲击的

能力, 能够帮助组织恢复到原始状态(Jones, 2015; 

Stephenson, Vargo & Seville, 2010; Umoh, Amah, & 

Wokocha, 2014), 同时可能伴随有优化组织原始

状态的新能力产生(Sonnet, 2016)。组织韧性的本

质体现为组织在应对干扰或破坏过程中, 保持持

续性和灵活性的能力, 强调威胁、干扰、风险等

负面事件的触发作用可能产生的“恢复原状”或

“超越原状”两种结果。从系统学的角度来看, 组织

韧性包括稳健性、冗余性、充足性和快速性四个

要素(Tierney, 2003), 这四个要素体现了组织系统

在危机管理中表现出的 4R 模型特点：稳健性

(robustness)强调组织元素或其他分析单元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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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失或退化的情况下对抗压力和满足需求的能

力; 冗余性(redundancy)指组织元素或其他分析单

元在主要系统功能遭遇破坏、退化或损失的情况

下实现功能需求的存活能力; 充足性(resourceful- 

ness)指组织识别问题、建立优先秩序、并调动资

源来避免伤害或解决问题的能力, 强调通过有效

安排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来实现组织目标的能力; 

快速性(rapidity)指组织满足优先秩序并及时实现

组织目标的能力。 
考虑到组织韧性在风险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 

组织中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一直是关注的热

点。Kantur 和 İşeri-Say (2012)认为组织的立场感

知、情境整合和战略决策制定与执行影响了组织

资源在危机情境下的实际调配, 进而影响组织韧

性的产生, 据此建构了组织韧性的整体概念框架; 

Pal, Torstensson 和 Mattila (2013)以瑞典中小型纺

织企业为研究对象, 实证检验了在经济危机状态

下, 组织通过协调战略资本能够有效发展组织韧

性, 其核心在于投资金额和现金流、物质资本和

网络利用、决策和操作灵活性等; Gittell 等(2006)

通过对“9·11 事件”后美国航空公司恢复情况的实

证调查发现, 积极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资源储备, 

对组织韧性具有积极的预测效应; 此外, 领导力

对于组织韧性的预测效应也得到了诸多实证支持, 

如 Folke (2006)指出由于领导者在组织中扮演着

构建信任关系、协调矛盾冲突、获取广泛支持等

角色, 对组织文化、组织认同、组织承诺等的形

成起着关键作用, 这些都会显著影响组织的韧性

水平; van der Kleij, Molenaar 和 Schraagen (2011)

采用模拟实验方法, 验证了变革型领导能够显著

影响组织韧性。 

组织韧性的测量采用多维度测量量表。如

Sonnet (2016)把组织韧性理解为一种兼具行为和

信念的两维构念, 是“一种活跃的、可被塑造的战

略能力和战备资源”, 据此开发出组织韧性潜能

量表; Chen (2016)在早期风险预警模型的实证研

究中 , 把组织韧性定义为“组织为确保生存和发

展而准备、参与、回应以及适应渐进式变革和突

发性破坏的能力”, 开发出包括共同愿景、学习意

愿、适应能力、合作意识和工作热情共计 5 个维

度, 18 个条目的 5 因素测量量表。 

为进一步厘清组织中不同层面韧性的概念内涵, 

本文对员工韧性、团队韧性和组织韧性的类型特

质、影响因素以及测量进行梳理辨析, 详见表 1。 
 

表 1  员工韧性、团队韧性、组织韧性辨析 

韧性 

类型 内涵 
影响因素 测量 

员工韧性 

(个体层面) 

心理路径：通过保护性资源与环境的动

态交互以克服逆境并实现成长的心理−

行为过程(Rabenu & Tziner, 2016; Shaw 

et al., 2016)。 

①个体资源：积极情绪(Luthans 

et al., 2010)和积极行为(Shin et 
al., 2012); 
②组织资源：学习型组织氛围
(Solberg & Wong, 2016; Uhl-Bien 
& Arena, 2017)、授权型领导行

为(Kuntz et al., 2016; Seibert et 

al., 2011)、积极社会关系(Gittell 

et al., 2006)等。 

①Näswall 等(2013)提出的包

含 5 维度, 共计 18 个条目的

员工韧性测量量表 , 后修订

为单维度, 9 个条目; 

②Wang 等(2014)提出的包含

9 维度, 共计 36 个条目的员

工韧性量表。 

团队韧性 

(团队层面) 

心理路径：利用团队成员的心理资源和

社交资源, 基于共同应对信念的一种动

态社会心理过程, 表现为团队成员的共

同认知、共同动机或共同情感的集体心

理状态(Kennedy et al., 2016; Morgan et 

al., 2013, 2017)。 

①心理资源：团队成员积极的

情绪、认知和动机等(Kennedy et 
al., 2016); 
②社交资源：关怀型人际关系感

知、团队合作信念和学习型取向

(Morgan et al., 2013, 2017)等。 

①Sharma 等开发的 4 个主维

度, 10 个子维度的多维度等

级量表; 

②Meneghel 等(2016)开发的

7 个条目的量表。 

组织韧性 

(组织层面) 

系统路径：通过资源的储备或调配等帮

助组织恢复或超越原始状态的能力, 即

不仅能帮助组织从非常态环境冲击中

恢复原始状态(Jones, 2015; Stephenson 

et al., 2010; Umoh et al., 2014), 甚至能

够优化组织原始状态(Sonnet, 2016)。 

①资源储备：积极关系(Gittell et 

al., 2006)、组织承诺、领导力和

组织文化等 (Folke, 2006; van 
der Kleij et al., 2011); 
②资源调配：立场感知、情境整

合、战略决策制定与执行(Kantur 

& İşeri-Say, 2012)。 

①Sonnet (2016)开发的 2 维

度组织韧性潜能的测量量表;

②Chen (2016)开发的 5 维度, 

18 个条目的测量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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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织中的韧性：基于资源建构的产生 

综合各研究领域对韧性的界定来看, 韧性关

注的是面对不利情境的恢复能力与恢复性(樊博, 

聂爽, 2017), 因此, 无论把韧性视为一种恢复能

力或是一个恢复过程, 大多数韧性的概念界定都

强调两方面的内容：(1)面临不利情境; (2)关注可

运用的资源。依托资源保护理论, 韧性是组织情

境中的压力、挫折或逆境等组织环境与组织各实

体所持有的保护性资源相互作用的结果(樊博, 聂

爽, 2017)。员工、团队和组织运用自身资源或调

用组织资源, 通过情境刺激因子(负面)与资源保

护性因子的相互作用(Ainuddin & Routray, 2012; 

Tusaie & Dyer, 2004), 产生不同层面的韧性并最

终帮助其从危机中恢复并实现自身发展。由此可

见, 无论是由心理路径发展而来的员工韧性和团

队韧性, 亦或是由系统路径发展而来的组织韧性, 

都是通过保护性资源的建构过程而产生的。 

4.1  保护性资源及其心理路径和系统路径建构 

保护性资源(protective resources)包括组织各

实体所持有或能够调用的所有使其免受逆境侵害

的有形或无形的资源 (Kantur & İşeri-Say, 2012; 

Kumpfer, 1999; Sherlock-Storey, 2016; Shin et al., 

2012)。个体、团队和组织的资源储备水平、调用

能力和调配方式各异, 保护性资源在不同层面内

涵和外延不同： 

(1)心理路径：个体资源、团队资源。个体层

面的保护性资源能够帮助个体积极适应压力、挫

折等组织情境, 主要源于对个体资源的开发和组

织资源的利用两方面。具体而言, 个体资源包括

认知、情绪、精神、行为和身体五个方面(Kumpfer, 

1999), 组织资源包括以“环境”为中心的资源(如

组织氛围、组织文化)和以“人”为中心的资源(如领

导行为、同辈关系) (Kuntz et al., 2017); 团队层面

的保护性资源主要指借由团队成员交互心理资源

而生成的社交资源, 具体而言涉及积极的情绪、

认知、动机(Kennedy et al., 2016)和自我效能感

(King et al., 2016)等个体心理资源, 以及团队成

员通过人际交互所产生的信任、凝聚力、集体效

能、关怀型人际关系感知、团队合作信念和学习

型团队取向(Morgan et al., 2013, 2017)等群体社交

资源。 

(2)系统路径：组织资源。组织层面的保护性

资源包括现实感、积极感知、一致承诺、员工参

与、组织环境、战略决策等(Kantur & İşeri-Say, 

2012)。现实感能够确保组织意识到自身的优缺点

和脆弱性(Hind, Frost, & Rowley, 1996); 积极感知

是组织面对危机时积极应对而非逃避 (Mallak, 

1998), 能够帮助组织成员从负面情绪中解脱出来; 

一致承诺强调组织成员聚集来自组织各部分的感

知和理解 , 最终达成共同认知(Horne, 1997), 有

利于修复甚至重塑被破坏的组织完整性(Kantur & 

İşeri-Say, 2012)。当面对危机情境时, 组织首先会

调动现实感、积极感知和一致承诺等资源形成  

立场感知, 继而整合组织环境等情境资源, 制定

并执行相应的战略决策 , 从而促成组织韧性的 

产生。 

基于资源保护理论, 个体倾向于努力获取、

维持和培育对自身有益的资源并竭力避免自身资

源因威胁而损耗(Hobfoll, 1989), 因此在逆境、挫

折等刺激因子的作用下, 个体、团队和组织均会

调动各种资源保护性因子对抗外来刺激因子。例

如, 团队成员会对自身拥有的心理资源进行开发, 

并通过人际交互生成新的社交资源, 组织则会通

过立场感知、情境整合和战略决策制定与执行三

种方式调动组织系统的内部资源, 这些人际交互

生成的或借由调动得到的保护性资源能够帮助个

体、团队和组织战胜逆境、恢复平衡状态甚至实

现自身成长(Kantur & İşeri-Say, 2012; Kennedy et 

al., 2016; Kuntz et al., 2017; Morgan et al., 2013), 

进而产生员工韧性、团队韧性和组织韧性。图 1

为基于资源保护理论, 组织中韧性的产生路径。 

4.2  员工韧性的产生路径 

根据韧性发展的心理路径, 韧性是一种有价

值的心理资源(Shin et al., 2012), 它直接来源于个

体资源并受到组织资源的支持和补给(Kuntz et al., 

2017; Sherlock-Storey, 2016)。员工韧性作为一种

个体韧性, 是个体保护性因子与环境刺激因子(如

逆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保护性因子主要来自个

体和组织这两个资源储备库。对个体而言, 希望、

乐观、自信等积极情绪帮助个体在面对消极影响

时, 通过积极的认知正向解读消极影响(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14), 引发个体应对环境刺

激因子的积极行为(Fredrickson, Cohn, Coffey, Pek, 

& Finkel, 2008; Kumpfer, 1999; Kuntz et al., 2017)。

当个体的积极的情绪、认知和动机等心理资源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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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组织中韧性的产生路径 

 
渐耗竭时 , 授权型领导行为 (Kuntz et al., 2016; 

Seibert et al., 2011)、变革型领导行为(Antunes & 

Franco, 2016; Elkington & Booysen, 2015)、学习型

组织氛围 (Solberg & Wong, 2016; Uhl-Bien & 

Arena, 2017)等组织资源均能帮助补给员工逐渐

消耗的个体资源, 并再次触发个体保护性因子的

应对。这种对自身保护性资源的开发和补给, 以

及对组织保护性资源的获取和利用, 通过对个体

资源和组织资源的开发和获取得以实现。 

(1)开发路径：个体资源——员工韧性。在开

发路径中, 起主要作用的是个体的心理资源, 个

体的认知、情绪和精神因素通过一系列的心理−

行为过程诱发员工韧性的产生 (Meredith et al., 

2011)。刺激因子首先通过个体感知影响员工的情

绪、认知和态度, 进而产生应对行为, 在此过程中

积极情绪发挥着关键的传导作用 (Shin et al., 

2012)。积极情绪能够拓展个体瞬时的思考−行动

指令, 激发个体富有创造性的想法和行动, 个体

通过积极的尝试和探索等系列活动, 构建积极的

生理、心理和社会资源并储备(Fredrickson et al., 

2008)。当面临压力或挑战时, 个体通过唤醒积极

的情绪体验, 获得勇敢、自信等能量激活感受, 进

而产生个体的积极应对行为(诸彦含, 陈晓卉, 赵

玉兰, 周意勇, 2017), 表现出帮助个体实现目标

的认知能力(Kumpfer, 1999)、乐观的心态(Shin et 

al., 2012)、积极的沟通能力和有效的问题解决能

力(Meredith et al., 2011)等。 

(2)获取路径：组织资源——员工韧性。任何

资源都可能面临着耗竭的威胁, 随着刺激因子的

增多或对抗时间的增长, 个体越来越疲于应对非

常态环境的冲击 , 心理资源趋于枯竭 (Lanivich, 

2015), 此时员工可通过网络关系利用、适应和学

习行为等途径转而向组织寻求资源补给(Kuntz et 

al., 2017)。一方面通过与同事沟通交流来获取同

辈支持和帮助(Alliger et al., 2015), 进而获得自

信、勇气、乐观等积极情绪以丰富心理资源; 另一

方面, 授权型和变革型领导通过鼓励批判性的思

考、主动的进取行为、创新性的应对能力(Sommer, 

Howell, & Hadley, 2016)、积极的学习态度(Elkington 

& Booysen, 2015; Schaufeli, 2015)以及公平分配

资源并尊重员工个体等行为(Elkington & Booysen, 

2015), 提高了员工的工作幸福感(Kuntz et al., 2017)

和心理韧性(Sommer et al., 2016), 引发员工应对

非常态环境(如组织危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适应

性行为。  

4.3  团队韧性的产生路径 

考虑到个体积极情绪(Luthans et al., 2010)、集

体积极情绪(Meneghel et al., 2016)等心理资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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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由社交感染效应相互传递, 员工韧性作为一

种个体的心理资源也可以经由相同路径实现人际

之间的交互, 这为团队层面韧性的产生和发展提

供了潜在路径。团队成员之间共同的应对信念引

发群体层面的社会互动并产生团队韧性(Morgan 

et al., 2013, 2017), 基于资源保护理论(Hobfoll, 

1989), 拥有充足资源的个体或群体不仅能够维持

自身资源, 而且能够通过投资现有资源而获取新

的资源, 在环境刺激因子(如压力、挑战)作用下, 

团队成员主要通过开发自身心理资源并通过人际

交互形式 , 将个体的心理资源转化为社交资源 , 

触发团队共同应对的集体心理状态(Morgan et al., 

2013, 2017), 进而产生团队韧性。 

(1)转化路径：心理资源——社交资源。团队

韧性的产生源于团队成员基于共同应对刺激因子

的信念而引发的人际交互(Kennedy et al., 2016; 

Morgan et al., 2013, 2017), 处于团队之中的个体

由于对团队成员身份的认同而带有共同价值属性, 

进而增强了团队成员之间的群体认同感和社会支

持感(Meneghel et al., 2016), 表现为态度和行为

的同质化(Morgan et al., 2013)。当感知到刺激因子

后, 团队成员首先调动自身的心理资源, 如希望、

乐观、自信(Luthans et al., 2010)等积极情绪, 通过

拓展功能(Fredrickson et al., 2008)将积极情绪拓

展为对触发因子的积极认知并诱发积极应对行为, 

进而促使团队成员打破孤立存在的状态, 转而与

有相同感知的成员进行交互, 形成集体层面的积

极情绪(Meneghel et al., 2016)并建构关怀型人际

关系感知、团队合作信念、团队的学习型取向等

社交资源。 

(2)获取路径：社交资源——团队韧性。团队

成员以社会互动的形式交互心理资源, 在团队层

面建构的社交资源, 一方面能够补充团队成员在

压力或挑战中损耗的资源(Morgan et al., 2013), 

如由人际交互生成的关怀型人际关系感知、团队

合作信念、学习型取向等社交资源, 能够通过社

交感染过程适时补给个体, 凝聚团队成员的共同

信念, 增强团队的集体效能(Vera et al., 2017), 帮

助 团 队 面 对 刺 激 因 子 形 成 群 体 的 应 对 状 态

(Kennedy et al., 2016); 另一方面, 社交资源为建

立和丰富团队韧性的储备资源提供了途径。例如, 

高韧性的个体通过认知唤醒、情感渲染、行为示

范等方式帮助低韧性个体增强心理韧性, 丰富和

扩充整个团队的员工个体资源储备。团队成员之

间由持久多元的互动而建立的人际关系蕴含着凝

聚力、社会支持、信任和协作等共同价值, 能够

帮助团队成员走出情绪困境, 在逆境中增强团队

自信。此外, 团队成员基于共同价值对和彼此相

同情绪体验的感知建立情感连带, 引发团队内的

相互帮扶行为(Morgan et al., 2013), 表现出合作

意愿、凝聚力、协作性等群体价值取向, 形成团

队内部的共同回应趋势和应对行为, 表现为动态

的、瞬时性的集体心理状态(Morgan et al., 2013)。  

4.4  组织韧性的产生路径 

从资源角度来看, 组织韧性的产生和发展依

赖于组织各种资源在危机情境下的存在状态和实

际调配(Kantur & İşeri-Say, 2012; Mallak, 1998), 

是组织通过立场感知、情境整合和战略制定与执

行三种资源调配方式共同作用的函数：组织韧性= 

F(立场感知, 情景整合, 战略制定与执行)。根据

Kantur 和 İşeri-Say 建立的有关组织韧性的整合性

框架 , 立场感知(perceptual stance)主要强调组织

在特定情境下的自我感知和判断, 是组织针对自

身局限性进行后续关键脆弱性管理的基础; 情境

整合(contextual integration)强调对人力资源和环

境资源的综合利用, 为此组织可以通过决策权的

下放使员工参与到危机管理中来, 员工通过不断

地交流合作, 提高组织决策的创新性和适应性以

增强组织对危机情境的有效应对(Kantur & İşeri- 

Say, 2012); 战略制定与执行(strategy making and 

acting)指组织在危机应对过程中提出的战略规划, 

以及如何将战略规划落实到行动中。这些都为组

织中韧性的产生奠定基础并加速其产生进程, 最

终提高组织的可发展性, 具体而言, 组织韧性的

产生过程包括： 

(1)立场感知。当组织面临外界不确定性冲击

或处于危机情境下时, 组织首先会对所处状况以

及在该状况下的优势和劣势进行自我感知和判断

(Hind et al., 1996; Weick, 1993), 继而调动组织的

内外部资源来有效应对组织劣势, 进行关键脆弱

性管理(McManus et al., 2008)。由于组织完整性在

危机状态下已经受到破坏(Kantur & İşeri-Say, 2012), 

组织成员通过不断聚合来自各部分的理解和感知

达成共同认知(Horne, 1997), 帮助修复甚至重塑

整个组织系统, 在这种应对逆境的过程中, 组织

成员通过表达出乐观和希望逐渐从负面情境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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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出来(Kantur & İşeri-Say, 2012)。研究表明, 对组

织现状的接纳和对自身局限性的认知是组织韧性

的重要组成部分(Hind et al., 1996), 而积极感知

以及一致性承诺为组织韧性的产生提供了资源保

障(Kantur & İşeri-Say, 2012)。 

(2)情境整合。情境整合强调组织通过决策权

下放、提高员工之间的互动质量、营造良好的组

织环境等方式对存在于组织情境中的各类资源进

行整合和综合利用, 这类资源主要包括以员工为

导向的人力资源和以组织环境为导向的环境资

源。研究表明, 在危机管理过程中, 提高员工参与

度、扩大领导授权、拓展决策边界是有效动员员

工参与危机应对的重要措施, 也是产生组织韧性

的关键所在(Mallak, 1998)。员工在决策参与过程

中彼此不断融入信任、诚信和自尊等产生兼容交

互(Weick, 1993), 这种高质量的员工互动有利于

提高组织决策的创新性和适应性(Kantur & İşeri- 

Say, 2012), 是组织韧性产生的重要资源(Weick, 

1993), 而员工之间不断交流组织目标、使命和愿

景等是组织韧性产生的重要准则(Horne Ⅲ & Orr, 

1997), 同时支持型和关爱型组织环境为韧性产生

提供保障, 这些都有利于组织应对外部环境的不

确定性, 促进组织韧性的产生。 

(3)战略制定与执行。针对组织在危机情景下

的立场感知制定并有效执行战略规划是组织韧性

的核心评估指标之一(白雪音 , 翟国方 , 何仲禹 , 

2017)。研究表明, 在战略决策的制定过程中, 足

够的资源储备与资源的可获得性、多种信息资源

的使用是组织转危为安、化危机为契机的基础

(Kantur & İşeri-Say, 2012), 也是组织在危机情境

下建立韧性的两个关键性因素(Mallak, 1998)。为

了有效调动并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来应对困境, 组

织成员彼此分享不同的应对策略和行为模式来提

高自身的能力(Mallak, 1998), 更为关键的是, 以

往的战略目标难以适应当下的危机情境, 组织应

该针对运营环境和相关利益者的脆弱性, 提出以

危机事件为导向的聚焦型战略(focused strategy), 

帮助员工进行批判性思考以便正确获取资源来解

决困难, 同时组织通过兼具灵活性、创造性和主

动性的战略行动来贯彻落实战略规划, 为组织产

生韧性提供重要资源(Weick, 1993), 这种清晰的

战略视野和执行构成了组织在危机情况下建立韧

性的两个主要特征(Kantur & İşeri-Say, 2012)。 

5  组织中的韧性：基于保护性资源的干预 

现有研究对于韧性的干预主要聚焦于个体层

面：如 Luthans 等学者率先提出可通过网上和现

场的培训干预提高员工的心理资本, 间接强化员

工韧性(Luthans et al., 2010); Bardoel等学者(2014)

从人力资本培训角度提出八种提高员工韧性的方

法, 并建立项目池对其进行直接性的操作化处理; 

Wang 等(2014)则把韧性干预视为一种“软实力”培

养 , 提出组织管理者应充分考虑人口特征因素 , 

因材施教, 培养具有高程度韧性的劳动力。这些

训练方法强调对韧性“能力”的培养, 同时部分干

预措施过分强调组织目标的实现而忽略甚至牺牲

了员工感受(McDonald & O'callaghan, 2008)。鉴于

此, 本文依据韧性在组织中的产生路径, 从建立

和丰富资源储备的角度入手培植韧性或可消除以

上弊病, 提高韧性干预策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1)员工韧性的干预。由员工韧性的产生路径

可知, 对员工韧性的干预主要包括对个体资源与

组织资源的开发和获取：其一, 对个体韧性资源

的有效挖掘。个体自身的韧性资源来源于心理和

生理两方面, 希望、乐观、自信等积极情绪是主

要来源, 良好的身体素质、生理能量能够为韧性

提供良好的产生载体(Fredrickson et al., 2008); 其

二, 对组织支持性资源的积极获取。资源保护理

论主张通过建立社会支持扩大对稀缺资源的获取, 

员工之间支持性的朋辈关系有助于增强员工的信

任感、主动性和自我控制能力(Kuntz et al., 2017), 

并能通过社交感染形式丰富个体心理资源, 塑造

员工的积极态度和行为。领导者的率先垂范能够

给予员工心理支持(Cheney, 1983), 如变革型领导

和授权型领导能够增强员工的安全感、依赖感和

归属感, 丰富员工的心理资源(Kuntz et al., 2017)。

此外, 个体学习组织成功对抗受挫经历的经验以

及从逆境中恢复重构的经历, 以心理资源的形式

(Shin et al., 2012)补给个体的资源库, 也能促进员

工韧性的产生。 

(2)团队韧性的干预。Morgan 等在梳理团队韧

性的干预中指出扩充团队集体资源能够提高团队

抵抗压力的能力, 其所定义的保护性特质和保护

性过程可以被用作研究团队韧性干预的框架

(Morgan et al., 2013), 据此, 丰富团队成员的心理

资源与建立团队的社交资源是增强团队韧性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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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路径。根据 Morgan 等的观点, 结合韧性团队

具备的群体结构、掌握趋近、社会资本和集体效

能四种特征, 对团队韧性的开发和强化可以考虑

从这四个特征入手, 主要通过制定培训团队成员

的项目(Meredith et al., 2011), 帮助团队成员树立

对韧性团队四种特征的认识等来实现：首先, 韧

性团队的“群体结构”表现为对团队核心价值观和

目标共识的凝聚(Alliger et al., 2015), 团队领导通

过引导成员共享危机信号, 形成畅通的信息共享

平台, 创造良好的团队互助文化, 进而构建团队

成员的共同愿景, 凝聚团队学习、团队适应、团

队变革等价值取向; 其次, “掌握趋近”主要以开

展模拟训练获取适应逆境的经验为主, 在现实中

除了对团队危机的模拟训练以外, 团队合作研讨

与团队结构化训练的训练方式能够增强团队的有效

性, 减缓负面事件带来的冲击(Alliger et al., 2015); 

最后 , 通过增强团队成员的团队认同感(Morgan, 

Fletcher, & Sarkar, 2015)和集体效能感(Vera et al., 

2017), 积极引导团队成员在克服逆境的过程中 , 

以人际交互的方式构建团队内部的高质量互动

(Morgan et al., 2013), 将个体心理资源转化为以

关怀型人际关系感知、团队合作信念、团队凝聚

力等社交资源, 这些关系型的保护因素(relational 

protective factors)能够缓冲团队的潜在有害结果

(Carmeli et al., 2013), 为团队韧性的产生提供资

源保障。 

(3)组织韧性的干预。从组织韧性的产生路径

出发, 干预措施可尝试着眼于立场感知、情境整

合和战略决策制定与执行三个方面, 将风险意识

和韧性理念融入日常的组织管理活动中, 帮助组

织在危机情境下正确感知所处立场, 并通过脆弱

性自我评估、绘制脆弱性矩阵、灾害情景模拟练

习等重复和反馈的迭代过程对关键脆弱性进行管

理(McManus et al., 2008); 从情境整合出发, 发挥

组织成员在风险管理过程中的作用, 组织可通过

授权于员工(Mallak, 1998)、促进成员之间积极情

绪的分享与感染等方式改善员工之间的互动关系, 

这种积极的社会关系作为一种资源储备, 是组织

韧性形成的先决条件(Gittell et al., 2006), 组织可

以 通 过 以 韧 性 为 导 向 的 人 力 资 源 管 理 实 践

(Lengnick-Hall, Beck, & Lengnick-Hall, 2011)来影

响组织成员的态度和行为, 进而间接地强化其行

为能力及对组织韧性的认知(Lengnick-Hall et al., 

2011); 在战略制定和执行方面, 组织高层应建立

危机导向型战略, 帮助组织在非常态情境下有效

调动人力和物资资源解决困难, 提高组织在战略

执行过程中的自主性、灵活性和创新性, 如建立

以“韧性”为核心的风险管理模式, 定期开展应急

预案编制等。 

6  研究展望 

针对现有研究鲜有探究各层面韧性产生路径

与干预策略的现状, 未来研究可尝试从下述几个

方面入手： 

(1)探究积极事件对韧性的触发作用, 拓宽韧

性的研究情境。现有研究大多强调逆境、挫折或

失败等消极事件对韧性的触发性作用, 关注韧性

如何在危机情境下帮助个体和团队克服逆境实现

成长、以及维持组织的持续性和灵活性等方面的

积极作用。近期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应该关注韧

性在一般情境下的产生和发展(Kuntz et al., 2016, 

2017; Shaw et al., 2016; van der Vegt, Essens, 

Wahlström, & George, 2015), 他们认为韧性普遍

存在于组织的日常运行中, 在个体层面表现为一

种通过利用工作资源实现在工作中的持续适应、

身心舒适和成长。事实上, 韧性除了能有效应对

消极事件, 也能克服组织中的积极事件带来的不

利影响, 如个人的进步、晋升、责任感的增加等

导致的自我膨胀(Luthans et al., 2010), 以及持续

的成功带来的骄傲自满(Kennedy et al., 2016)等, 

这些由积极事件所引发的后续消极效应, 由于诱

发的情境因素不同, 对个体、团队和组织的作用

机理势必与负面经历相异,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

究积极事件如何触发韧性的产生, 丰富韧性研究

的组织情境, 更加全面地揭示韧性的产生路径。 

(2)整合韧性资源, 建立个体、团队和组织韧

性三者的内在联系。从韧性的产生路径来看, 不

同层面的韧性依托不同的资源, 但韧性资源之间

却存在着某种“供给关系”：个体层面的心理资源

会经由个体拓展到团队层面(Dawkins, Martin, Scott, 

& Sanderson, 2015), 带来凝聚力、合作性、协调性

和团队角色绩效等一系列积极产出(Mathe, Scott- 

Halsell, Kim, & Krawczyk, 2014), 为团队韧性的

产生提供丰富的社交资源储备。同时, 来自组织

层面的资源能够确保员工的固有韧性和适应性韧

性(inherent and adaptive resilience) (Kuntz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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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员工获取组织资源产生对抗逆境的韧性行

为, 也进一步增强了组织应对不确定性的韧性。

这与本文在探究韧性的产生路径时所秉持的内在

逻辑相契合：即韧性个体为团队韧性的产生提供

社交资源储备, 也是组织调动资源应对危机事件

的主要载体(Dawkins et al., 2015), 同时来自集体

层面(团队和组织)的韧性有助强化个体的韧性强

度(Kuntz et al., 2017)。 

尽管学者们对不同层面的韧性关系做了一些

尝试 , 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个体−集体”之

间二元韧性关系的探讨：如工作场所中积极的人

际互动关系是组织韧性形成的先决条件(Gittell et 

al., 2006)、充满韧性的员工之间的互动、员工与

组织之间的互动可以产生集体的韧性 (Norman, 

Luthans, & Luthans, 2005; Wang et al., 2014)。此外, 

Kuntz 等(2017)结合资源保护理论指出“支持性的

组织情境能够诱发员工的韧性行为”, 同时集体

韧性通过资源补给、社会支持等方式可以增强个

体韧性(Bardoel et al., 2014; Wang et al., 2014; 肖

余春, 李珊丹, 2014)。由此可见, 个体、群体、组

织层面的韧性可以并存于组织当中, 且三者存在

相互补给、彼此促进的关系, 但三者之间关系的

作用机理仍不甚明了。未来研究或可着力于此 , 

尝试从资源整合的视角, 依托个体心理资源、团

队社交资源和组织资源, 缔结员工韧性、团队韧

性和组织韧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为扩充保护性资

源的构建途径和丰富韧性在组织中的干预手段提

供新思考。 

(3)基于过程论开发韧性的测量工具, 检验韧

性产生路径的有效性。韧性的发展呈现出“心理”

和“系统”双重路径, 现有测量研究聚焦于能力视

角, 把韧性理解为衡量组织各实体应对风险和破

坏性事件的指标(如 Näswall 等的员工韧性量表、

Sharma 等的团队韧性量表), 在个体和团队层面的

测量鲜有涉及动态过程性。基于过程论, 韧性的

测量应该反映出过程的特性, 而不是仅基于特质

的概念或横截面研究设计(Meneghel et al., 2016)。

未来研究可尝试基于过程论, 通过开展纵向追踪

研究 , 推进对韧性的瞬时性、延展性 (unfolding 

nature)等过程性特征的认知(Kleinert et al., 2012; 

Morgan et al., 2015), 对逆境、积极适应、保护性

因素(Sarkar & Fletcher, 2013; Schinke, McGannon, 

& Smith, 2016)等概念进行操作化, 开发动态过程

视角下的韧性测量工具, 并尝试结合多种人格特

质、团队成员结构、情景特征等因素开展实证研

究, 进一步检验韧性产生路径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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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lience in organizations: Construction of protective resources from 
psychological and systematic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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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ilience, a cross-disciplinary construct, develops along the psychological and systematic 

trajectories. Along with those two independent trajectori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ypes, definitions and 

measurements of resilience, draws the outline of developing paths based on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 

Theory, and then interventions are presented. Future research could try to explore the inducing mechanism 

of positive events on resilience an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ross-level resilience, and carry out local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wo trajectories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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